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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管理分权理论和网络分析方法，提出评估扩权改革的实证思路，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
两步ｓｙｓ－ＧＭＭ方法，实证揭示扩权改革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其潜在的改进余地。研究发现改革仍然缺乏“空间分
权”和“市场分权”的有效机制，但通过ＦＤＩ和新增建设用地对城市经济增长率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管理分权是否
通过扩张城市建成区规模、吸引规模工业企业以及信贷融资影响经济增长在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前二者

主要体现在改革的中小城市，而后者是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特有属性。需要调整、完善现有的扩权改革内容，并改变

局限在政府层级之间进行放权的思路，实施更深刻的扩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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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为了减少行政层级，强化县域发展自主权，提高

城镇化战略实施成效，我国东中部省区陆续实施了

县（市）“扩权”改革，核心是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直接赋予县（市）政府，涉及计划、经

贸、进出口、交通、投资、人口、户籍、市场管理等领

域，使得县（市）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项目投资、招

商引资和财政税收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权

力和发展动力。

作为“省直管县”改革，或者说政府层级改革的

一个核心部分，“扩权强县”问题一直是理论关注的

热点。基于对改革的大量理论阐述，最近，许多研究

开始从实证角度检验这一改革的经济增长绩效。才

国伟、黄亮雄（２０１０）［１］的实证研究发现“强县扩权”

和财政“省直管县”均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强县

扩权”改革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而同时展开两种

改革的效果会更好；才国伟等（２０１１）［２］的进一步研

究则发现，“强县扩权”虽然降低了地级市经济增长

速度，却提高了其第三产业比重。郑新业等

（２０１１）［３］也持肯定观点，其通过双重差分方法

（ＤＩＤ）发现改革提高了经济增长率１．３个百分点，

并且认为是经济分权（即经济管理权力下放）而不

是财政分权构成了增长的源泉。李猛（２０１２）［４］发

现只有在县乡财政状况得到明显缓解时改革才有利

于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

现有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成果，但

大多是在论证改革是否具有经济绩效，而不是揭示

扩权改革经济绩效的因果机制。如果考虑这一问

题，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扩权”改革，特

别是“扩权”变量本身的实证框架。事实上，对变量

指标本身展开深入研究已是分权实证领域一个迫切

需要完善的问题。正如陈硕、高琳（２０１２）［５］所言，

现有分权研究在解释实证结果时仅回应了一般性分

权理论而没有给出分权指标发挥作用的具体因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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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这使得县（市）扩权增长机制方面的研究难以深

入。

为此，本文创新研究思路，从管理分权角度入

手，根据非平行设置的管理分权组织架构和按照行

政等级与规格配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模式，

创新性地使用政府层级网络分析，提出了评估管理

分权和扩权效应的实证思路，进而运用动态面板数

据模型和两步系统 ＧＭＭ方法，实证揭示扩权改革

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其潜在的改进余地，以期为现有

理论提供有益补充。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般意义上，管理分权是指“将规划、管理责

任，以及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职能从中央政府和机

构向总部外单位、下属单位或各级地方政府、公共团

体和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转移”（Ｒｏｎ
ｄｉｎｅｌｌ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６）［６］。扩权改革中将经济、社会管

理方面的行政审批权限向县（市）政府进行权力下

放（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委托（ｄｅｌａｇａｔｉｏｎ）和分散化管理（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这种政府层级之间的分权是最主要

的管理分权形式。改革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

行：一是省、地（市）级政府通过明令取消、暂停执行

和改变管理方式撤销行政审批项目；二是通过下放、

授权和委托方式将行政审批权限完整赋予县（市）

政府；三是部分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省级政府职能部

门保留审批或核准。以吉林省为例，２００５年这三种

形式的改革分别占到１４．５％、６２．６％和２２．７％（李
寅权，２０１０）①。

已有文献对管理分权进行了理论建构。Ｔｒｅｉｓ

ｍａｎ（２００２）［７］定义的管理分权包括纵向分权、决策
分权、人员的权力下放。其中，纵向分权反映的是政

府层级的数量，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下的政府治理结

构意味着“政府层级”的存在，即（１）有相应的公共

预算作为依托；（２）拥有管理一定范围公共事务的

权限；（３）拥有区划上的管辖。根据这一标准，中国
拥有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和乡镇），而新加坡

只有一个政府层级。基于中国管理分权所具有的独

特属性，我们创新研究思路，从以下三方面考察县

（市）扩权改革的经济绩效。

（一）县（市）扩权改革是基于政治集权的政府

层级网络中的管理分权

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是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

度背景。中央政府对地方保持权威领导，并且凭借

官僚科层制路径履行这种权威。政治激励下的经济

分权（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财政分权）向地方政府和

企业提供的经济激励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不仅是理

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逻辑基础，也构成了中国经济

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周黎安，２００４［８］，２００７［９］；傅
勇，２００７［１０］）。县（市）扩权改革同样是政治集权下
的一种分权，但是，现有理论在分析县（市）扩权改

革时面临一个困境：由于理论假设分权构造了类似

于多部门平行的Ｍ型组织结构，这无法对扩权带来

的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变更问题展开研究。

县（市）扩权改革涉及行政隶属、财政和经济管

理方面的关系变更，三者相互交错，并不是平行、完

全对应的组织结构。在行政隶属关系方面，改革大

多是明确“行政区划、机构规格及司法管理体制维

持不变”，或者是在“市管县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

行，这意味着“中央—省—地（市）—县（市）”政治

和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实质改变，只有直辖市和少数

省份（如海南省大部分地区）实行了“中央—省—县

（市）”三级管理体制。在经济、社会管理方面，大多

数省份赋予改革县（市）“与省辖市相同的经济管理

权限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在行政管理程序上采

用权力下放，或者是省级政府审批并对地级市备案，

取消了地级市的核准和审批。同样，在财政关系方

面，除了少数省份仅实行财政“省直管县”之外，大

部分改革地区同时扩大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和实行财政“省直管县”，这不仅改变了经济管理隶

属关系，同时也改变了原有体制下县（市）与地级市

在预算内外财政收支、转移支付等方面确立的双向

关系。

这就要求对扩权改革中的组织架构和关系变化

作进一步阐述，特别是需要对关系的结构与属性进

行量化分析，以便为相应的理论建构和实证命题检

验提供量化的工具。在第三部分，我们创新性地使

用了网络分析方法来阐述政治集权下的管理分权架

构。网络分析的核心命题是特定“行动者”（本文中

是指各级行政单位）之间关系的量化表征。本文使

用网络分析方法中的“特征向量中心度”（Ｅｉｇｅｎｖｅｃ

ｔｏ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指标，其直观含义是某一结点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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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区域经济研究

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假如某一结点的层次越高（在

本文是指政府层级越高）、拥有的“邻居”越多（指管

辖单位越多）和越强大（指经济管理权限越大），那

么重要性越突出。通过测度这一相对重要性，可以

对管理分权程度进行标准化的定量分析。居于核心

地位的仍然是垂直的政府层级和纵向的行政隶属关

系，这是构造有向网络（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及其表达

形式———邻接矩阵（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Ｍａｔｒｉｘ）的基础。辐
射状的网络结构意味着中央政府与所有的结点具有

最大的接近性（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是这一网络的中心点，具

有最高的权威。离中心点越远的级别越低，相应的，

省和市也是各自子网络的中心点。管理分权程度及

其变化则通过权重参数赋值的方式加以刻画。

（二）县（市）扩权改革具有明确的管理分权标

准

中国的管理分权具有森严的行政级别与规格方

面的等级划分，反映的是基于行政等级配置经济社

会事务管理权力的政府主导模式。在现有的体制

下，各个层级的政府拥有不同的公共事务决策权，而

行政等级对经济和区域发展至关重要。在中国的城

市，尤其在地级市以上的城市中，市政设施水平、公

共服务质量、人口规模与城市级别直接相关。城市

的行政级别、产业级别、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的

公共服务水平都明显高过其他城市。

目前，我国政府层级中的级别与规格包括行政

区划层次（即事实上的省、自治区———地级市———

县、自治县、县级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四级

制）、城市级别（如副省级市）、法律地位（如“较大的

市”）、机构行政规格（如副地级市并非行政区，但却

拥有相应级别经济管理权限和行政权限的行政管理

区，如各种管委会）和行政授权（如计划单列市）。

县（市）扩权改革同样是按照行政等级与规格来配

置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例如，黑龙江、湖北、河北、辽

宁、安徽、福建、河南、四川和陕西等地，以及辽宁省

２０１１年第二轮扩权改革都明确赋予相当于地级市

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少数省份的扩权范围和程度

已经超过设区地级市，具备了一些省级政府才具有

的管理权限。吉林省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两轮改革

中，针对全省所有县（市）通过取消、下放、暂停、授

权、委托和分级管理方式分别减少了超过５０％的省

直部门行政审批、核准和年审年检项目，涉及建设项

目和建设用地审批、税收抵扣、技术改造以及省级共

享和分成收入等（李寅权，２０１０）。而浙江省在２００６
年调整了义乌市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规格，不仅赋

予了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等职能，义乌

市还获得了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对

现有机构及其职能进行整合的权限②。随后，浙江

在２００８年第五轮扩权改革中面向全省所有县（市）

和部分市辖区进行了推广。

按照行政等级与规格配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

限的模式，与非平行设置的管理分权组织架构相结

合，构成了一种“不平衡”的管理分权，造成地区间

存在巨大的行政资源配置差距；同时，也使得扩权改

革具有明确、可供量化评价的管理分权标准。在第

三部分构建中心度指标时，我们综合参考行政区域

划分建制、机构行政规格、法律规定和政策规章，以

及扩权内容对样本城市进行分类赋值，以反映改革

带来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变化。

（三）县（市）扩权改革具有独特的管理分权增

长机制

从现有情况来看，县（市）扩权改革的经济增长

影响机制可能会表现为城市规划、税收和投资管理、

土地管理、融资机制等方面。

城市规划。县（市）扩权改革中普遍将城乡建

设和城区规划权力予以下放，各地也都重新编修城

市和经济发展规划，通过打造中心城市、新城区、工

业园区和产业园等形式积极扩张城市。针对这种制

度环境的变化，我们特别关注县（市）扩权后的城市

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税收、投资管理。县（市）扩权改革中下放了营

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等减免税审批事项，包括

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确认、延长减免和利润再

投资退税方面的审批。因此，管理分权是否因增加

ＦＤＩ和工业企业而获得了经济增长绩效也是本文实
证检验的一个命题。

土地管理。扩权改革中普遍通过授权方式下放

了农用地转用、补充耕地、征收土地和供地方案审批

权限。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收益构成了地

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扩权带来的新增建设

用地不仅构成了经济增长的要素，也是发展工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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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信贷融资、招商引资和城区扩张方面的保障与依

靠。我们将检验扩权是否提高土地供应进而有助于

经济增长。

融资机制。扩权改革中普遍提出“改善金融服

务”，强化县（市）金融机构职能。理论上，随着融资

权力的扩大，政府可以借道融资平台从金融机构或

资本市场融资，投资基础建设和公共事业的能力得

到增强，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地方融资平台

的风险实质，在于把地方政府基础建设和公共事业

产生的债务证券化，可能造成金融资源并不是基于

市场竞争进行有效配置，而是以低利率资金支持地

方建设，甚至是一些超前投资的市政项目、“形象工

程”和产能过剩的工业行业，这种行为不仅超越政

府与市场的边界，也会引发效率低下和风险累积，从

而降低经济增长绩效。因此，扩权在政府融资方面

的经济影响也构成了一个研究命题。

除了上述潜在机制，还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展

开进一步研究。根据 Ｐｒｕｄ＇ｈｏｍｍｅ（１９９５）［１１］等人的
理论，除了政府层级之间的分权之外，管理分权还涉

及两个内容：第一种是空间分权，即“城市人口和活

动空间上从大的集聚不断扩散的进程”；第二是市

场分权，即“创造条件以使商品与服务可以由市场

机制提供而不再是政府决策的进程”。在下放经

济、社会管理权限的过程中，县（市）政府是否藉此

改善人口流动、提高城镇化质量，并通过经济集聚和

市场化获得经济增长绩效？

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当前中国，大城市吸纳资

本、人才、技术、人口的能力，远超过中小城市和城

镇。这造成小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外流现象严重③，

使得城镇化仍然表现为区域单级中心，而不是向城

市群这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同时，中国的分权以

及基于政绩考核的政府竞争，使得地方政府行为高

度依赖于各种分权增长政策的相对经济绩效（李永

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８）［１２］，造就了地方政府“重基本建
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支出结构扭曲

（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因此，现有人口、户籍和劳动

力市场方面的管理分权未必能够产生足够的经济激

励，以驱使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城镇化质

量。我们构造人口集聚与管理分权的交互变量来实

证检验这一命题。

市场化。从分权理论来看，“联邦主义市场保

护理论”（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６）［１３］认为中国式分权改革
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

也产生了一种市场保护作用，对政府的经济攫取和

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限制。改革产

生的一个可检验的命题是：扩权是否造成基层政府

有更大的动力去争取或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

或是通过放松市场管制和准入，积极培育、扶植新兴

市场和民营经济进而获得相应的经济增长绩效？

三、计量模型、方法与数据

建立如下形式的管理分权动态增长方程：

ｇｔ＝αｔ＋δｇｔ－１＋Ｚｔφ＋εｔ （１）
其中，ｔ代表时间，ｇｔ是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 Ｎ

×１维向量，αｔ是 Ｎ×１维常数项向量，Ｚｔ是 Ｎ×Ｋ

维解释变量矩阵，φ是 Ｋ×１维参数向量，Ｎ代表地
区。解释变量矩阵 Ｚｔ中 Ｋ个元素都是 Ｎ×１维向

量，ｎ和ｓｋ表示劳动力供给和物质资本投资水平，
其他解释变量包括城市建成区规模、规模以上内资

工业企业数量、ＦＤＩ、新增建设用地、金融机构信贷

规模、人口集聚、民营经济与管理分权的交互项，以

评价管理分权通过经济增长要素和制度环境对地区

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核心自变量———特征向量中心度指标

特征向量中心度指标的最初形式为：

λｘ＝Ａ′ｘ （２）

式（２）中，特征向量 ｘ反映了中心度指标，Ａ为

邻接矩阵，是整个相互联系的有向网络的矩阵表达

形式，λ是相应的特征值。本文使用的特征向量中
心度（Ｂｏｎａｃｉｃｈ，２００１）的显著特征是在（２）式中引入

一个外生参数向量 β，中心度指标变为下列方程的

解：

ｘ＝Ａ′ｘ＋β （３）

其中，β是不同结点之间“距离”的具体权重，

反映特定结点之间的经济、社会属性的联系紧密程

度，是一个可随不同结点发生变化的外生因素向量。

指标具体构造如下：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将中央

本级、省（直辖市）本级、地（市）本级和县（市）和区

级四级财政单位作为不同结点④，建立双向网络和

邻接矩阵。四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大部按照三级体制

构造，大部分省区，包括县（市）改革地区的政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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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双向网络仍然构造为四级。双向网络中的中央、

省、地（市）和县（区）四级 β分别赋值为｛１０，８，４，
１｝，而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国家级新区⑤、非计划

单列的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或副省级市之外的

“较大的市”（即除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市以外的部

分经济特区城市与省会城市，以及少数地级市）、副

地级市、县级市的β值分别为｛９，７，６，５，３，２｝，以反
映这些区划在纵向的政府层级中的特殊地位。

随着改革的推进，β赋值涵盖了各县（市）扩权

改革的不同做法，具体分为三种情况：大多数省份明

确赋予改革县（市）“与省辖市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

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β值提升为４；个别省份甚

至大幅下放了税收优惠核定、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和

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等省一级政府重要

权限，β值提升为５；少数省份在改革初期仅下放了
部分地级市权限，β值为２或３。⑥我们根据改革进
展，在样本期内逐年调整双向网络和权重参数，基于

（３）式计算得到县区、城市本级、省区本级和中央本

级的特征向量中心度指标。但为了匹配城市数据，

又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将县区指标归并到相应城市本

级，建立了一个针对城市的管理分权指标。

（二）数据说明与估计方法

理论部分所梳理的增长机制已经界定了本文所

选取的其他变量。表１报告了变量指标的名称、口

径定义和计算方法，表２是相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县（市）扩权改革进展和数据可行性，实证

样本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２２个省区，包括实行改革的

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福

建、湖北、湖南、广东、陕西和四川，共计１４个省。为

了体现政府层级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也保留了实

行“三级”管理体制的四个直辖市和海南省，以及样

本期内仅实行财政“省直管县”的江苏、江西、山西

三省。剔除缺失严重的样本，一共保留了２１８个地

级及以上级别的城市。按照是否实行了县（市）扩

权改革，以及 β值是否在４以上，又筛选了改革子

样本和高行政等级子样本。数据来源于《城市统计

年鉴》，国有土地供应方面的数据来自于《国土资源

统计年鉴》。

回归模型中明显存在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管

理分权与建成区规模等经济变量之间理论上存在互

　表１ 变量及其定义

变量 符号 变量定义与计算

地区增长率（％） 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物质资本投资 ｓｋ
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

元）的自然对数值

劳动力供给 ｎ
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万人）的自

然对数值

建成区规模（％） ｂｕｌｉｄｒ
各地区建成区面积占行政区划面

积比重（％）

新增建设用地 ｌｓ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公顷）的自然

对数值

信贷规模 ｌｂｆｉ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

元）的自然对数值

工业企业 ｎｕｍ
限额以上内资工业企业数（个）的

自然对数值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

的自然对数值

人口集聚 ｄｅｎ
各地区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的
自然对数值

民营经济（％） ｍａｒｋｅｔ
各地区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总

从业人口比重（％）

管理分权 ｅｃ
政府层级网络特征向量中心度指

标值×１００
交互项１ ｅｃｂｕｌｉｄｒ 管理分权×建成区规模（％）
交互项２ ｅｃｎｕｍ 管理分权×工业企业
交互项３ ｅｃｆｄｉ 管理分权×外商直接投资
交互项４ ｅｃｌｓ 管理分权×新增建设用地
交互项５ ｅｃｌｂｆｉ 管理分权×信贷规模
交互项６ ｅｃｄｅｎ 管理分权×人口集聚
交互项７ ｅｃｍａｒｋｅｔ 管理分权×民营经济（％）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 １３．８２８ ３．１９ －３．４ ３７．６９
ｓｋ １４．７９４ １．０４７ １２．０１８ １７．７８９
ｎ ３．４６１ ０．７２３ １．７０３ ６．７７８
ｂｕｌｉｄｒ １．４３ ３．０３２ ０．０２３ ４０．８１３
ｌｓ ６．２６３ １．１７２ ０．９６３ ９．４７８
ｌｂｆｉ １５．１７１ １．１２７ １２．９８３ １９．５０９
ｎｕｍ ６．３５４ １．０３２ ２．７０８ ９．３９７
ｆｄｉ ９．３１ １．９０３ ２．４８５ １３．８６８
ｕｒｂａｎｒ ３５．６５２ １７．９４８ ９．９０５ １００
ｄｅｎ ５．９２８ ０．７５４ ３．０５４ ７．８８７
ｍａｒｋｅｔ ４０．１９１ １３．０５２ ５．６９２ ８５．８９１
ｅｃ ２．３５９ ３．１８３ ０．２２６ ３０．５３９

为因果的联立关系，管理分权可能会通过影响这些

经济与制度变量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按

照行政等级与规格配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时往

往也取决于各个地区的经济禀赋与发展潜力，同时，

遗漏变量情况和交互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也是内

生性偏误的原因。为此，本文使用了两步系统广义

矩（ｓｙｓ－ＧＭＭ）回归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
题，保证系数估计的一致与无偏。

四、结果与分析

我们使用几个有代表性的省级政府来说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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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中心度指标的基本特征：（１）由于是相对度量

指标，随着样本期内县（市）扩权改革的持续推进，

管理权限普遍扩大，各省、市、县区在政府层级网络

中的相对重要性都在缓慢下降。即便是在改革年份

有一个跃升，随后又会进入下降趋势。中央政府的

管理分权指标值也是如此，从２００３年的６７．１２６下

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６７．０３４。（２）既定管理体制下，即便

规格与等级一样，如果管辖单位数量（包括行政区

和行政管理区）越多，指标得分越高。这也是图 １

中天津的指标得分高于北京、河北高于江西的原因。

（３）既定管理体制下，如果扩权改革的对象越多，程

度越大，则指标得分越高。样本期内浙江一直进行

扩权改革，２００８年又面向所有县市和部分市辖区进

行了较大程度的扩权，而河北２００５年仅对试点的部

分县（市）进行有限扩权，导致浙江指标得分明显高

于河北。

表３和表４共同报告了管理分权对于地区经济

增长的影响。表３报告的是没有采用交互项，直接

将管理分权变量代入模型的两步ｓｙｓ－ＧＭＭ回归结

果。对潜在的内生变量使用了Ｈａｙａｓｈｉ检验⑦，发现

模型中解释变量（包括物质资本投资水平和劳动力

供给）都不能通过严格外生变量检验。因此，管理

分权与其他解释变量，包括后文的管理分权交互项

均设定为内生变量，并通过其差分滞后项构造工具

变量集。考虑到有限样本如果过度使用工具变量会

造成严重偏误，又根据工具变量集进行冗余度 ＬＭ

检验，尽量删减工具变量数量。作为佐证，表３还报

告了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估计量、同时考虑面板数据下时间

序列自相关和集束异方差问题的 ＰＡ估计量和组间

模型估计量。⑧

图１　管理分权特征向量中心度指标值（部分）
　表３ 管理分权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地区经济增长率ｇ（％）
解释变量 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估计 集束异方差稳健ＰＡ估计 集束异方差稳健组间模型估计 两步ｓｙｓ－ＧＭＭ估计
Ｌ１．ｇ ０．５７３（０．０５０） ０．２２６（０．０５８） ０．１９０（０．０６３） ０．６６６（０．０５６）

ｓｋ －０．３０３（０．１８１） ０．２０８（０．２５４） ０．１４３（０．４３２） －０．７７９（０．３４）

ｎ －０．２３５（０．２４５） －０．８２４（０．３５０） ０．０３９（０．９３） ０．６２８（０．５６７）
ｎｕｍ －０．１６５（０．０６４） －０．２７９（０．０８９） －０．１４５（０．２３７） －０．４３７（０．１５３）

ｆｄｉ ０．０４９（０．０６９） ０．１７８（０．０９９） －０．０８１（０．１４９） ０．１０２（０．２０２）
ｌｓ ０．６７３（０．１１４） ０．６２２（０．１１３） ０．５７９（０．１３６） １．４６５（０．２３７）

ｌｂｆｉ －０．４０５（０．２３２） －０．５０９（０．３５４） －４．４０９（０．９１４） －０．９９６（０．３９２）

ｂｕｌｉｄｒ ０．０３７（０．０１８） ０．０６８（０．０２６） ０．０４２（０．０７９） ０．０８３（０．０４８）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０８（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０．０２１）
ｄｅｎ ０．０２８（０．１０７） －０．０３（０．１４８） ０．４９７（０．３０３） －０．０４２（０．２４５）
ｅｃ ０．０４８（０．０１５） ０．０５４（０．０２４） ０．６８６（０．６６３） ０．１０５（０．０５１）

常数项 － － ５０．１３８（７．９７１） １８．７５８（４．０８５）

Ｆ／卡方值 ３９．１０ １５０．４５ １６．１５ ３７３．４４

Ｏｂｓ． １２５６ １１８４ １２５６ １２５６
Ｒ２ ０．３６８ － ０．０３１ －

　注：、和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ＰＡ估计量和ｓｙｓ－ＧＭＭ报告的是Ｗａｌｄ卡方统计
量值。

　　表３结果表明，城市经济增长率回归方程中具

有显著的个体效应，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卡方统计量值

为２８４．２７，Ｐ值为０，拒绝了这一个体效应为随机变

量的原假设，并且，这种个体效应与经济增长要素与

管理分权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说明了采用内生变

量设置和ｓｙｓ－ＧＭＭ回归方法的适宜性。从表３回

归结果来看，除了物资资本投资总量之外，内资工业

企业数量、ＦＤＩ、新增建设用地和管理分权程度都对

城市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其中，物质资本

投资总量和信贷规模总量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内资工业企业数量的影响尽管为负，但是显著性水

平只有１０％；相反，管理分权和新增建设用地能够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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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地提高经济增长率，二者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

相比而言，劳动力总水平、人口集聚和市场化变量与

城市经济增长率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表４ 管理分权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交互项的两步ｓｙｓ－ＧＭＭ估计
地区经济增长率ｇ（％）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１．ｇ ０．６８２（０．０４６） ０．６８４（０．０６７） ０．６８５（０．０４３） ０．６７８（０．０４３） ０．６５５（０．０４４）

ｓｋ －０．９９８（０．１５３） －１．００２（０．１７４） －０．９５８（０．１７） －０．９２４（０．１６８） －０．８３２（０．１７）

ｎ －０．０５４（０．２５８） ０．０２４（０．２６７） ０．２０１（０．２４１） ０．１９８（０．２５７） ０．１２７（０．２６３）
ｅｃｎｕｍ －０．１２９（０．０５７） －０．１５１（０．８２） －０．１５（０．０７） －０．１１９（０．０７４） －０．１４４（０．０７８）

ｅｃｆｄｉ ０．０９６（０．０３９） ０．１３８（０．０３８） ０．０９１（０．０３３） ０．０９５（０．０２９） ０．０９８（０．０３３）

ｅｃｌｓ － ０．１６２（０．０３９） ０．１５９（０．０４１） ０．１５７（０．０３９） ０．１４８（０．０３９）

ｅｃｌｂｆｉ － －０．０９５（０．０４８） －０．０６４（０．０４） －０．０７１（０．０３７） －０．０９（０．０４１）

ｅｃｂｕｌｉｄｒ － －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００７）
ｅｃｍａｒｋｅｔ － － －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ｅｃｄｅｎ － － － － ０．０９（０．０６６）
常数项 １９．４１３（１．８３９） １９．４７（２．０７３） １８．１７１（１．９５７） １７．８１（１．８４７） １６．８４７（１．９５４）

ＡＲ检验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１
Ｉｎｓｔｒ． １３７ １８５ ２１３ ２４１ ２６２
Ｏｂｓ． １２８３／２１８ １２６０／２１８ １２５９／２１８ １２５６／２１８ １２５６／２１８
Ｏｖｅｒ． ０．０２７ ０．１８４ ０．５９８ ０．８１７ ０．９４７
ＧＭＭ ０．９０１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７ ０．９４２ ０．９９６

　注：、和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校正后的稳健标准差。ＡＲ检验报告了残差一阶和二阶自
相关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检验的Ｐ值。Ｉｎｓｔｒ．表示工具变量数量，Ｏｂｓ．报告了总观测值数和组数，Ｏｖｅｒ．表示过度识别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的Ｐ值，ＧＭＭ表示水平方程工具子集的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的Ｐ值。
　　表３结果无法直接反映管理分权的影响机制及

其效应。按照前文理论阐述，通过设定管理分权与

若干经济变量的交互乘积项，我们基于 ｓｙｓ－ＧＭＭ

方法得到了表４结果。模型采用了“逐步回归”思

路，渐次考察投资和 ＦＤＩ管理、土地和信贷管理、规

划和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张，以及人口管理和市场化。

可以发现，管理分权的变化可以通过 ＦＤＩ和土地供

应进而产生递增的经济收益。表４模型（１）－（５）

中，交互变量ｅｃｆｄｉ和ｅｃｌｓ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率具有

显著的正面影响，二者的系数估计值水平分别在０．

１和０．１６左右，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但是，管理分

权是否通过扩张城市建成区规模、吸引规模工业企

业以及信贷融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确

定，虽然三个交互变量的符号和系数估计值较为一

致，但并不具有稳定的显著性水平。同时，如同前文

理论预期一样，可以发现人口集聚、民营经济程度与

管理分权的交互项都不显著，这不仅说明管理分权

的经济增长机制仍是以政府行政权力为主导，依靠

ＦＤＩ、土地和信贷驱动的增长方式，而且，目前的管

理分权体制和县（市）扩权改革也没有在人口集聚

和市场化改革方面产生足够的激励与效应。

比较表３和表４结果，表３中变量 ＦＤＩ的系数

估计值普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地区特

定因素和累积性因果循环效应，ＦＤＩ大多集中在沿

海发达地区，而与内陆地区相比，沿海发达城市由于

庞大的增长基数导致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因此从

总体样本来看，二者不具有显著正相关，甚至如同物

质资本投资水平、地区信贷规模一样表现出负相关

关系。但是，表４中交互变量ｅｃｆｄｉ的估计值和显著

性说明，管理分权和扩权带来的优惠政策确实可以

通过吸引 ＦＤＩ并刺激经济增长，这与 ＤéｍｕｒｇｅｒＳ．

（２００１）［１４］的结论相似。还可以发现，表３中内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建设用地和信贷规模尽管与

表４中管理分权分别与三者交互的回归结果具有一

致的性质和显著性结果，但是表３表现出来的影响

明显大于表 ４。表 ３中变量 ｌｓ的系数估计值为

１．４６５，而在表 ４中交互变量 ｅｃｌｓ的估计值仅在

０．１４８－０．１６２之间，表３中变量 ｎｕｍ和 ｌｂｆｉ的系数

估计值分别为－０．４３７和 －０．９９６，而表４交互变量

ｅｃｎｕｍ和ｅｃｌｂｆｉ的估计值为 －０．１２和 －０．０９左右。

这说明，管理分权除了能够创造经济增长机制（如

ＦＤＩ流入和改革城市样本中的建成区规模扩张），也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现有经济增长要素和制度环境

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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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管理分权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子样本的两步ｓｙｓ－ＧＭＭ估计
地区经济增长率ｇ（％）

高等级子样本 改革子样本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１．ｇ ０．６５３（０．１８８） ０．７３９（０．１１） ０．６１５（０．１５２） ０．７５６（０．０５５） ０．７３９（０．０５３） ０．７１８（０．０５９）

ｓｋ －１．３８３（０．６４８） －１．７０３（０．８２４） －１．６４２（０．６９４） －０．５９１（－０．２６０） －０．４６７（０．２８０） －０．３９６（０．２８１）
ｎ ０．１３３（１．１７５） ２．１２４（１．９６６） １．６４８（１．５８７） ０．２２９（０．５７） －０．０４２（０．５８） －０．１１４（０．６０１）
ｅｃｎｕｍ －０．００５（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０．１０６（０．０３５） －０．０８１（０．０４７） －０．０７３（０．０４７）

ｅｃｆｄｉ ０．０４６（０．０５９） ０．０１４（０．０４７） ０．０３７（０．０５９） ０．１８８（０．０８４） ０．１５９（０．０８１） ０．１５３（０．０７３）

ｅｃｌｓ ０．１７４（０．０６９） ０．２１４（０．０７６） ０．１９６（０．０７２） ０．５９８（０．１２３） ０．５５３（０．１１１） ０．５０３（０．１０７）

ｅｃｌｂｆｉ －０．０９８（０．０４５） －０．０９１（０．０３４） －０．２０９（０．０６４） －０．１１６（０．０５９） －０．１０３（０．０５７） －０．０５０（０．０５１）
ｅｃｂｕｌｉｄｒ ０．０２２（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０．０１） －０．００４（０．０１２） ０．０２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４（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０．０１０）

ｅｃｍａｒｋｅｔ － －０．００５（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 －０．０１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０．０１１）
ｅｃｄｅｎ － － ０．３（０．１６５） － － －０．０７０（０．１１８）
常数项 ２５．６１２（９．５０７） ２０．１０１（７．４３３） １５．７４３（８．８２１） １１．２３６（３．４４５） １０．９５８（３．３４８） １０．７０６（３．１１４）

ＡＲ检验 ０．００４　０．５７７ ０．００２　０．７９６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４
Ｉｎｓｔｒ． ３５ ４０ ４５ １１７ １３５ １４９
Ｏｂｓ． ２２５／３８ ２２３／３８ ２２３／３８ ８３４／１４１ ８３１／１４１ ８３１／１４１
Ｏｖｅｒ． ０．５０１ ０．７９６ ０．９０８ ０．１５２ ０．２７４ ０．４８０
ＧＭＭ ０．９５９ ０．９５５ ０．９５６ ０．５９２ ０．７９８ ０．９９３

　注：同表４注释。
　　表５报告了按照是否实行县（市）扩权改革及

筛选出的改革子样本（１４１个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子

样本（３８个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相比，高

等级子样本回归结果的特殊性表现在：（１）交互变

量ｅｃｎｕｍ和ｅｃｆｄｉ均不具有稳定的显著性，这说明高

行政等级样本中的城市（主要是特大型和大型城

市）并不需要通过诸如税收优惠和投资审批方式吸

引规模以上内资工业企业和ＦＤＩ以提升城市经济增

长率，这不仅与李永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８）的结论相

似，也佐证了空间经济学关于地区间税收和投资策

略交互影响的理论观点（Ｈａｕｆ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Ｆｅｎｇｅ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⑨。（２）信贷融资是高等级样本中独特

的管理分权影响机制。表５模型（１）－（３）中交互

变量ｅｃｌｂｆｉ均影响显著，这说明相对于改革样本中

的中小城市，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中管理分权与信贷

融资规模之间的交互影响具有显著的经济影响。虽

然最终仍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大型城市能够凭借

更高的政治权威和管理权限获得债务融资，并最终

影响经济增长。（３）交互变量 ｅｃｌｓ对于经济增长率

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大型城市获得新增建设用地指

标方面的土地管理权限是一个重要的增长因素，当

然，这一边际意义上的增长效应明显低于中小城市。

表５模型（１）－（３）中，ｅｃｌｓ的系数估计值为０．２左

右，而在模型（４）－（６）中，ｅｃｌｓ的系数估计值达到

０．５－０．６。

与之相比，改革样本的回归结果除了表明扩大

土地管理权限是一个显著的增长机制之外，还有一

些特殊表现：（１）显著存在投资、税收管理方面的经

济增长影响机制。改革样本中，城市通过税收优惠

和投资审批吸引规模以上内资工业企业和 ＦＤＩ，进

而对城市经济增长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交互变

量ｅｃｆｄｉ对城市经济增长率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而交

互变量ｅｃｎｕｍ的系数估计值为负，扩权通过内资工

业企业和ＦＤＩ具有不一致的效应。（２）管理分权下

的建成区规模扩张是一个特有的影响机制。表５模

型（４）－（６）交互变量 ｅｃｂｕｌｉｄｒ的系数估计值在０．

０２－０．０２５之间，并在１％水平显著，而在表３和表４

中，变量ｂｕｌｉｄｒ和ｅｃｂｕｌｉｄｒ均不显著，这说明对于实

行县（市）改革的中小城市而言，下放城市规划方面

管理权限，扩大城市建成区规模可以促进地区增长

率的提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１）我国政府层级之间

的管理分权并没有激励城市政府改善人口、户籍和

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有效管理与推进市场化以提高经

济绩效，扩权改革中仍然缺乏“空间分权”和“市场

分权”的有效机制。（２）管理分权下的县（市）扩权

改革通过ＦＤＩ和新增建设用地进而对城市经济增长

率产生显著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性。

（３）管理分权是否通过扩张城市建成区规模、吸引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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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工业企业以及信贷融资影响经济增长在不同类

型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实行县（市）扩权改革

的中小城市而言，前两者是显著的影响机制，而管理

分权与信贷融资的交互影响则是高行政等级城市特

有的属性。（４）管理分权的经济增长绩效表现不

一。分权与ＦＤＩ、新增建设用地和城市建成区规模

的交互影响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经济增长率，而在

内资大型工业企业、信贷规模方面，扩权产生的结果

仍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总体来看，管理分权下的县（市）扩权改革存在

明显的经济增长机制，其潜在的改进余地包括：一方

面，需要调整、完善现有的扩权改革内容。放权给予

基层政府更大的政策创新能力的同时，应避免产生

地方政府行为的逆向选择和“逐底竞次”局面。

另一方面，需要改变管理分权仍然局限在政府

层级之间进行放权的基本思路，以市场分权和空间

分权为导向，实施更深刻的县（市）扩权改革。例

如，向基层政府放权的过程中，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

系角度出发，打破行政壁垒，减少对市场不必要的行

政干预，鼓励与扶持新兴市场和组织的发展。改革

目前的政绩评价机制，纳入城镇化质量方面的内容，

强化立法、审计机关对于行政放权的监督与制约，以

激励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和居民偏好。又

如，考虑到新增建设用地是大型城市和中小城镇共

同渴求的经济增长要素，可以考虑实施基于土地生

产力评估的“投资换土地（指标）”的区域间补偿机

制，改变目前严禁跨省耕地“占补平衡”的做法⑩，通

过行政授权建立面向辖区政府的耕地占补指标交易

平台或“市场”。此外，还可以借鉴欧盟经验，通过

权力下放促进区域间的政策和管理协调，以鼓励地

区间良性合作，推动经济集聚扩散。显然，这些思路

已不再是局限于政府层级间的权力分配，而是期望

塑造一种注重公共服务和居民偏好，能够积极促进

市场化改革，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分权格局。

【注】

①李寅权．吉林省扩权强县改革的探索与思考［ＥＢ／

ＯＬ］．中国改革论坛，２０１０－０４－２３．

②浙委办［２００６］１１４号《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６－１１－１４。

③近年，北京尽管一直采取极为严厉的行政人口控制办

法，其常住总人口远超其规划控制的人口数量。这一情形并

非个案，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代表市场需求潜力的常住户籍人口

比，一线城市均值为１．８４，二线城市为１．２１，三线城市仅是

０．９８（林波，２０１３）。这意味着，一二线城市为人口流入型，常

住人口明显高于户籍人口，而三线城市则相反。

④这里的财政单位不仅包括行政区，也包括预算独立的

行政管理区。

⑤在我们的样本期内只有一个，即上海浦东新区。

⑥黑龙江、湖北、河北、辽宁、安徽、福建、河南、四川和陕

西等地改革县（市）的值为４；吉林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赋值为４，

２００８年之后赋值为５；浙江在２００８年之后赋值为５，之前为

４；广东、辽宁等地在改革初期，以及河南省对部分改革县

（市）仅下放了少数经济管理权限，值为２或３。

⑦其原假设是模型设定的某一或多个内生变量应作为

外生变量，检验的基本思路是将该变量分别作为内生或外生

变量展开 ＧＭＭ／ＩＶ回归，根据两种回归模型下的工具变量

有效性检验结果来比较判断。不同于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

ｍａｎ检验，Ｈａｙａｓｈｉ内生性检验在异方差下也能保持稳健。

⑧混合模型假定自变量都是外生变量，并且模型中不再

含有个体效应和随机误差项这样的组合，而是集束稳健标准

误下的混合 ＯＬＳ回归。ＰＡ估计量不等同于 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估

计量，其通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ｄ方式，在个体效应为随机

变量的前提下，通过取均值方式消除这一随机效应，并使用

ＦＧＬＳ算法以保证回归结果更具有效性。组间模型进行了均

值－差分变换，当解释变量仅仅与固定效应相关，而与随机

误差项不相关时，其能保证一致性估计结果。

⑨空间经济学理论使用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框架下的

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集聚问题（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这一框架

很快就用以研究地区间税收和投资策略交互影响。研究表

明，税收和投资的地区间策略影响受到“贸易成本”条件的

影响，存在纳什均衡解、边角解和无解多种结局，其中之一是

优势地区可以率先享受到集聚租或制定较高水平的税率，并

不参与税收竞争；而弱势地区则仍然会通过降低税率水平，

或者提供补贴以吸引资本或企业流入，从而产生地区间的策

略替代关系。

⑩目前，政府层层分解了耕地保护任务指标。耕地异地

“占补平衡”是指在满足本地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实行耕

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将动态平衡

有余的新增耕地，用于抵消其他地区因耕地后备资源匮乏、

新增耕地数量不足而无法满足所占用耕地的补偿数量（邵

挺等，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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